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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信用合作社治理之研究－公司治理觀點 
The Study of Credit Cooperative Governance in Taiwan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吳肇展1  鄭伃伶2  蕭士鈜3 

 

摘要 

美國學術界自1930年代開始探討有關公司治理之議題，亞洲國家在1997年金融風暴

以後亦逐漸呼籲企業體能夠重視公司治理制度。從企業監理執行層面來看，一個健全的

公司管控體制至少包含資訊的完全揭露、公平性的確保及經營者責任體制的建立。就標

榜民主參與的合作社組織而言，資訊公開與透明尤其重要，建立一套合作社治理制度更

是刻不容緩。本研究旨在探討公司治理的觀念與執行架構應用於信用合作社之可行作

法。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方法，探討公司治理的意涵及台灣信用合作社經營的現況，並

分析公司治理與信用合作社治理之差異，最後針對信用合作社治理的發展方向提出建

議。 
 
關鍵詞：公司治理、合作社治理、信用合作社 

Abstract 
Since 1930s, it had started to discuss the issu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merican 

academic field.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Asian countries have called upon 
enterprises to attention the issu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 sound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includes at least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the assurance of equity, and the institution of operator’s responsibility. The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of information are very important in terms of democratic 
cooperativ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ope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has been a matter which 
brooks no dela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to apply the concept and 
framework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o the governance of credit cooperatives. This study 
employs the documentary analysis to discuss the conten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operating status of credit cooperatives in Taiwan, as well a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redit cooperative governance. Furthermore, some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al directions of credit cooperative governance would be offered in 
this study. 
Keywords：Corporate Governanc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Credit Co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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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論 

公司治理(Corporate Governance)泛指公司管理與監控的方法，早在1970年代即被廣

泛討論。有關「外部董事」和「公司治理」的話題，霎時之間成為產、官、學界亟思深

入探討並引以為克服此一危機的重要議題。1997年亞洲金融危機發生後，「強化公司治

理機制」被認為是企業對抗危機的良方。1998年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部長級會

議更明白揭示，亞洲企業無法提昇國際競爭力之關鍵因素之一，即是公司治理運作不上

軌道。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競爭環境中，企業如何有效地經營管理，使企業永續發展並

促進經濟穩定成長，成為近年來國際上共同認知的重要課題。近年來，公司治理的風潮，

經由學者專家的介紹、引進與具前瞻性眼光企業家的實踐，亦逐步在台灣傳播並引起重

視，但因各國公司股權結構的不同，公司對市場的依賴程度亦有高低之別，加上歷史文

化背景與法律制度規範的影響，公司治理所呈現出的力量亦不盡相同。 
而在台灣金融市場的發展過程中，信用合作社曾經扮演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角

色，特別是對基層金融業務的拓展，讓一般的基層人員可以貸得其所需要的資金，而使

地方事務及民間中小型企業可以獲得足夠的資金，對地方建設的進步居功厥偉；然而，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金融自由化與國際化的速度愈來愈快，信用合

作社在人才有限，資本不足，以及競爭力相對較弱的情況下，有關合作社的經營每況愈

下，其所存在的真正問題為何，實有必要作進一步的分析。 
基於公司治理追求的目的與方向，正能合乎今日台灣基層金融業之迫切需求，因此

希望藉由此一議題的深入探討，先行討論國內外學者對公司治理的相關研究理論，再剖

析現階段信用合作社經營上所面臨的問題與困難所在，以公司治理的角度切入分析，為

信用合作社的永續經營找出可能的解決方案。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的方法，來探討公司治理的意涵，並針對其公司治理的概念如

何應用於合作社管理上提出建議。本研究的架構分五個部份，第一部份為緒論，第二部

份為公司治理的意涵，第三部份為台灣信用合作社的經營現況，第四部份則闡述公司治

理如何應用於信用合作社的經營，最後再提出結論與建議，歸納出信用合作社治理之原

則。 
 

2. 公司治理之意涵 

2.1 公司治理之定義 
自1930年代美國學術界開始探討有關公司治理之議題，而亞洲國家在1997年金融風

暴以後，各國企業亦開始重視公司治理制度。所謂「公司治理」(Corporate Governance)，
我國學者譯法不一，基於監督、防弊觀念者，有稱之為「公司管控」或「公司監理」；

而強調興利功能者，則稱之為「公司管理」或「公司統理」。各種名詞所界定之意義與

範圍雖不盡相同，但其主要之內涵均係使企業體透過法律的制衡管控，有效監督其組織

活動，以及如何健全其組織運作，防止脫法行為之經營弊端，以實現企業社會責任之高

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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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司治理定義 
學者/單位(年代) 定義 

Brealey & Myers (1932) 公司控制指做投資與融資決策的權力。在一般的運用上，公

司治理包含董事會中董事的角色、股東投票權、委託書爭奪

戰和其他股東用來影響公司決策的一切行動。 

Shleifer & Vishny (1997) 建立公司治理機制是著眼於「如何確保資金提供者的投資能

夠獲得應有的報酬」；因此，公司治理可被定義為：透過制

度的設計與執行，期能提昇策略管理效能與監督管理者的行

為，藉以確保外在投資者(小股東與債權人)應得的報酬，並

兼顧其他利害關係人的利益。 
OECD(1999) 公司治理是指導和控管法人組織的制度，公司治理架構應該

促進透明和有效率的市場，建立一致性法律，並清楚地說明

監督、管制和執行權責單位間的責任分工。 
葉匡時(2001) 公司治理就是如何使得公司投資者和各利益相關者都得到

合理、公平的對待，以確保各投資人的信任。 
葉銀華(2002) 公司治理是研究有權治理公司的人，其決策與資源配置對公

司價值的影響；其著重於公司上層結構的探討，期望發揮興

利與防弊功能，落實管理當局的責任，達成保障股東的權

益，與兼顧其他利害關係人的合法利益。 
劉紹樑(2002) 公司治理，是指如何透過市場機制與法律規範等制度因素，

提升公司的營運績效與股東價值。 
中華公司治理協會(2003) 一種指導及管理並落實公司經營者責任的機制與過程；在兼

顧其他利害關係人利益下，藉由加強公司績效，以保障股東

權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表1公司治理的定義中，不難窺探出公司治理的功能即為能妥善規劃經營策

略、有效監控策略的執行，進而提升企業營運的效率，且還可以保障各個相關利害關係

人的權益，使其獲得應有的報酬，進而強化投資者的信心，吸引外部資金進來投資，並

提升公司獲利的機會。因此公司治理機制其實是種規範及權力劃分的形式，用以決定影

響組織運作的不同群體之責任及權利，藉以解決公司管理當局與股東之間的代理問題。 
 
2.2 代理理論 
2.2.1 代理理論之定義 

代理理論(Agency Theory)的觀點起源於1960年代及1970年代初期，經濟學家開始探

討個人與組織間的風險分攤(Risk-sharing)問題。而代理理論認為除了風險分攤外，當合

作團體間的成員有不同目標或組織分工，也會引起代理問題。Eisenhardt(1985, 1989)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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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代理理論除了解決風險分攤問題外，更欲解決主理人與代理人目標衝突(goal conflict)
的問題。當主理人依賴代理人為其利益採取某些行動時，即發生代理問題。代理人使用

主理人的某些資源，代理銷售其產品或服務，並在契約規範下，滿足自身的目標及主理

人的目標，所以這其間存在著代理關係。簡言之，代理理論主要探討各種代理關係的發

生及其管理機制。 
古典經濟學家在討論市場機能運作時，為簡化分析，常假設市場參與者擁有「完全

資訊」(Full Information)，即供需雙方對彼此及市場資訊瞭若指掌，因此很容易達成均

衡的價格與交易量。但現實社會絕非如此，自從Akerlof (1970)由二手車市場引導出代理

問題後，資訊不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引發的包括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道

德危險(Moral Hazard)、代理問題(Agency Problem)等各種議題逐漸受到重視。 
 

2.2.2 代理問題 
Jensen and Meckling(1976)將代理關係(Agency Relationship)定義為：「一位或一位以

上的主理人雇用並授權給另一位代理人，代其行使某些特定行動，彼此間所存在的契約

關係。」Jensen & Meckling(1976)認為代理關係中存在績效不確定性，因而產生代理問

題。不確定性是因為個人對於未來充滿不可預期與變化，使得個人的理性行為因此受

限，隨之而來的交易過程亦會受影響。不確定性的產生其來源為：(1)有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對於未來各種變化情況無法預測的不確定性；(2)資訊不對稱，雙方資訊不

對稱會增加欺騙與隱瞞的不確定性(Williamson, 1975)。 
代理理論探討的範疇很廣，除了探討風險分攤的問題之外，還包含組織團體間目標

衝突與不一致的情形、風險偏好、資訊不對稱與道德風險行為等問題(Eisenhardt, 1989; 
Bergen et al., 1992; Stump & Heide, 1996)。有效率的契約就是代理理論中的管理機制；管

理機制只能緩和代理問題，而卻無法完全消除代理問題。所以契約的設計與制定就是在

處理這些代理問題： 
1. 目標衝突 

主理人與代理人之間的目標衝突與差異而造成不一致的結果。代理人的私人目標與

公司整體的目標互相衝突時，代理人可能會為自身目標而努力，而非為了主理人的利益

工作(Mahaney & Lederer, 2003)。而主理人與代理人的目標衝突會產生一些代理成本，例

如Shutt (1995) 研究發現，因為主理人與代理人之間的目標衝突問題，會使得廠商對於

零售通路進行持續的監督；所以當主理人的誘因激勵條件無法滿足代理人的需求時，能

讓代理人遵照主理人所期待的目標行事，就需要透過監督控制來強迫限制代理人的自利

行為。 

2. 風險偏好 
Jensen and Meckling(1976)認為在代理契約執行時，主理人與代理人會有不同的風險

偏好。通常主理人的風險規避程度都比代理人小，所以會假設主理人是風險中立者；而

代理人行為大多偏向風險趨避者。 

3. 資訊不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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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不對稱指的是主理人假設所指定的代理人能夠完成其所託付的工作，但卻不能

確定這位代理人是否能符合主理人所期望的特質(Bergen et al., 1992)。因此，可以透過以

下兩種方式減少此問題的發生。(1)主理人蒐集資訊進行篩選(Screening)，透過資料的蒐

集或是經由代理人提供的資料讓主理人可以確認代理人潛在的特質與能力；(2) 代理人

發出訊號(Signaling)，指的是由代理人依自己的能力且符合契約所要的條件需求，代理

人可能會對主理人發出訊號，表示自己就是主理人所要尋找的人。但是有些代理人，會

為了本身的利益，給予主理人錯誤的資訊而造成資訊不對稱問題。 

4. 投機主義 
在資訊的不對稱與個人和組織間所有權人的目標有所衝突的條件下，代理人會因投

機主義選擇對自己有利，但對主理人不一定有利的決策或行為。Williamson(1975) 假設

人類的行為是自私的，在交易過程中雙方均可能基於尋求自我利益而採取一些策略行

為；將此觀念引用於代理關係中亦是如此(Pavlou et al., 2007)，主理人與代理人雙方若彼

此間隱藏著懷疑與不信任的程度越高，則對於契約的執行越會出現投機之行為。 
因為有上述的代理問題存在，所以代理理論也強調運用適當的控制機制與策略以減

少道德危險的發生。正式契約除了有助於主理人與代理人之間的「行為控制」與「產出

控制」之明確化外，雙方在訂定契約與正式關係之規範後，甚至於可以有效規避契約前

之資訊不對稱問題(Lassar & Kerr, 1996)。 
 

2.3 公司治理機制 
公司治理機制包括：健全內部控制制度、建立獨立董事制度、強化資訊公開制度、

推動特定組織之治理、健全企業會計制度、改革重整與破產機制、保障投資人權益、健

全企業併購機制等十多項議題，以及包括：關係企業財務業務往來作業規範、推廣虛擬

股東大會、電子投票、獨立董事提名、選任程序、董監事責任保險、董監事權利、義務、

報酬平衡機制等四十多項細部項目。在大部分的公司中，治理系統的功能只是將經理人

安置在適當的位置上，監督他與經營團隊的工作進度，並依績效的好壞作為是否更換經

理人的標準。除非經理人造成很明顯的失敗，否則沒有董事會或股東會願意提出他們的

意見，這樣的治理模式導致大部分公司營運不佳，是因為一些錯誤的決策過程或決策考

量不夠詳盡，而不能完全歸咎於經理人沒有能力。 
改善公司治理系統的第一步驟是，重新思考董事在公司扮演的角色。董事必須對公

司的產業與財務擁有專業的知識；董事會的議程應該專注在新的經營策略上，而不是只

在審核過去的績效；董事需要能隨時取得公司資訊；董事應該對公司投入相當的時間；

以及應該將董事的報酬和公司的股價表現建立關聯性。第二個步驟是，經理人、董事與

股東，必須建立起直接溝通的經常性管道(Pound, 1995)。 
 
2.3.1 公司治理之外部機制 
1. 相關法令規定及會計審計準則 

公司治理的外部環境基礎在於建立一套有效的規範以保障股東和債權人之權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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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訂定了表達公司交易必要資訊的會計準則與查核其資訊可靠性的審計準則。 
 
2. 外部董事比例 

Fama and Jensen(1983)強調從代理問題的角度來看，超然獨立的外部董事比內部董

事更能保障一般股東的權益，因為外部董事可以提昇董事會的控制功能。當董事會成員

與經營團隊高度重疊時，董事會的監督機制可能會因此被削弱，此時即需要外部董事這

具有獨立客觀與專家的身份，來代表小股東在董事會中扮演制衡的角色，防止管理當局

因投機行為而忽視小股東的利益，並控制財務資訊報導的正確性，讓小股東可以做出正

確的判斷決策，以保護小股東的權益。 

3. 股東及債權人的監督 
依據代理理論之觀點，當公司對外舉債時，代理問題會因決策與風險分攤分離(the 

Separation of Decision-making and Risk-sharing )而產生。在此情況下，股東責任有限但可

能的獲利無限，意即股東可能獲得的利益較大，而其所須承擔風險相對較低，因此會有

風險性投資(Opportunistic Benefits) 之傾向，也就是所謂「負債的代理成本」(Agency Cost 
of Debt)(Jensen and Meckling, 1976)。因此，債權人為確保其債權之收回並避免破產情事

之發生，會積極監督債務人資金之運用及投資方案之選擇。並強迫公司減少對自由資金

的浪費，同時也可促使管理者做出最適的投資組合並避免怠惰，即所謂「財務融資機

制」。而Fama(1980)也指出負債可促使經理人更謹慎小心的經營，因為破產的發生不僅

會使經理人失去職位，還會損及經理人的聲譽、影響其在人力市場中的競爭地位。因此，

財務融資機制會使企業受監督程度提高，進而促進經營績效之提升。Agrawal and 
Knoeber ( 1996)即認為負債政策是重要的公司控管機制之一。 

4. 外在市場競爭機制 
解決代理問題的外在市場，包括產品市場、資本市場、管理人力市場、以及被接收

(Take Over)的威脅。Denis and Denis (1995)即指出股價和管理者替換為公司治理之重要

機制。產品市場方面，競爭激烈的市場將降低資本報酬率，唯有有效地運用資源方可維

持公司的競爭力。因此，管理者會減少對公司資源的使用(Eisenberg, 1976)。 
在資本市場方面，當證券市場有效率時，證券價格將反映出管理者的績效，因此管

理者也必須承擔自己特權消費及怠惰的後果。是以，這樣的市場機制，可以降低管理者

在職消費以及怠惰的行為及誘因(Fama and Jensen, 1983)。在管理人力市場方面，

Fama(1980)認為外部的管理市場競爭激烈，管理者的績效反映在外部及內部的管理人力

市場，當管理者不適任時，便有被外部管理者及內部低階管理者取代的危險，因此公司

內部會彼此監督，也可控制管理者的行為。 
在被接收的威脅方面，Jensen and Ruback (1983)認為當管理當局運用公司資源滿足

其自利行為時，公司價值會下降，便極有可能被接收。而一旦收購成功，接收者便會設

法使原管理者下台。因此，一個市場中具有許多可適任於公司資源管理的經營團隊將有

助於公司管理者的控制，並可藉由經營團隊間的競爭減少管理者偏離股東最大利益的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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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公司治理之內部機制 
狹義的公司治理是指公司內部界定股東與負責經營之管理階層彼此之契約安排。以

下針對公司內部治理機制依其監督功能分類如下：  
1. 董監事的監督 

公司治理內部機制的核心在董事會，董事會之責任在確保公司之永續經營，並監督

負責公司經營的管理階層。Fama(1980)與Williamson(1983)都認為董事會機制可以用來解

決代理問題。Zahraand and Pearce(1989)認為董事會須同時扮演服務、策略、及控制的角

色。服務功能主要指的是使公司與外界關係良好，使公司易於籌措資金；而策略是指運

用其專業，輔助企業方案之選擇；控制則是監督、控制管理當局之執行績效。Baysinger 
and Butler(1985)認為董事會主要有三種成份：執行成份、監督成份、以及工具成份。執

行成份主要提供決策及策略上必要之資訊及專業知識。監督成分主要是表彰股東權益並

監督管理績效。而工具成份則提供組織間智慧性、網路性及生產性的連結工具。至於董

事會的有效性端視董事會的組合而定。 

2. 激勵計畫 
Jensen and Meckling(1976)的代理架構中，認為要讓管理者和外界股東的利益一致的

方法之一就是酬勞契約。當管理當局的酬勞，受到公司績效影響時，管理當局做出公司

價值次佳化的行為應會降低。Ross(1973)則是認為若可以訂定一個適當的酬勞契約，將

使管理者在良好的激勵制度下，選擇讓公司的價值最大，因而解決委託人的代理問題。

依照蕭黎明(1993)的整理，酬勞種類可劃分為：薪資、紅利、股票選擇權、績效配股、

股票增值權、利潤分享額。Jensen and Murphy(1990)與Shleifer and Vishny(1997)皆認為長

期而具高度或有性的激勵性酬勞契約—如股票選擇權，將可以使其利益與其他投資人的

利益一致，進而使其行為與投資人利益一致。而Furst and Kang(1998)的實證結果也顯

示，CEO 的權益報酬與公司經營績效呈正相關。 

3. 股權結構 
代理問題有可能是因為所有權與經營權分離情況下所產生的權益代理問題，即管理

者有可能違背股東利益極大化的原則，而追求自我利益極大化，進而造成股東權益的損

失；或是股權集中在有控制權的股東上，並且公司高階管理者由主要股東擔任或由其聘

任的經理人擔任，也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造成重疊，如此，將使得公司高層缺乏制衡的

機制，導致容易忽略少數股東的權益，但相對的也有可能因為所有權與經營權的重疊，

不易產生次佳化行為。 

4. 股利制度 
股利政策一直是學者們爭論的主題之一。從股利發放與公司價值的觀點出發，Miller 

and Modigliani(1961)曾就其「股利無關論」之觀點指出，公司是否發放股利或股利的高

低，並不會影響公司價值。然而，就代理理論的觀點而言，Easterbrook(1984)等學者指

出，由於支付股利將降低企業之自由現金流量，在此情況下管理當局向外募集資金的可

能性增加，這迫使管理當局之經營成果必須面對資本市場的檢驗，降低了經理人選擇次



 
 
 
 
 
 
 
 
 
 
 
 
 
 
 
 
 
 
 
 
 
 
 
 
 
 
 
 
 
 
 
 
 
 
 
 
 
 
 
 
 

 

經營管理論叢 2011 第四屆管理與決策學術研討會特刊 
 

- 62 - 

佳決策(Suboptimal Investment)的可能。Rozeff(1982)之研究結果亦指出，存在控制股東

之公司，股利可降低經理人與少數股東間之代理成本。 
 

3. 台灣信用合作社經營現況 

3.1 信用合作社之原則與本質 
信用合作社是一個主要以服務社員銀行業務和貸放需求的金融機構。這個機構也被

設計來服務消費者而非企業的需求，它的特色有其所有權結構和共同約束的社員要求。

根據合作原則及相關法律規定，以滿足社員有關信用業務方面的需求。1995年9月國際

合作聯盟第三十一屆會員大會所通過之合作七大原則，明白闡述了合作社價值付諸實踐

之方針如表2所示： 
表2 合作七大原則 
合作七大原則 

自願與公開的社

員制 
合作社乃自願之組織，凡能利用合作社之服務並願承擔社員責任

的，均可入社，不受性別、社會、人種、政治以及宗教的歧視。

社員的民主管理 

合作社乃由積極參與政策與決策的社員，加以管理之民主組織，

由被選擔任幹部之男女代表，對其社員負責。單位合作社社員，

享有平等決議權(一人一票)，其他聯合社階段的合作社亦以民主

方法，加以組織。 

社員的經濟參與 

社員公正地貢獻合作社資本，並予民主管理，合作社資本至少有

一部分，經常是合作社的共同財產，社員為入社條件而付出之資

金，即使有所補償，通常，受取有限制之補償。社員分配剩餘金

方式，可就下列目的擇定實施：為發展合作社，盡可能撥列至少

有一部分不得分配的準備金。按社員與合作社交易額的比例，嘉

惠社員。支持經由社員贊同的其他活動。 

自治與自立 
合作社乃由社員管理的自治自助之組織。即使與政府機關在內的

其他組織有所協定，或從外部引進資本，合作社仍應保證社員的

民主管理及維持合作社的自治。 

教育訓練與宣導 
為了有效奉獻合作社的發展，合作社對其社員、選任人員、經營

者及職工提供教育及訓練，對一般大眾，特別是年輕人及意見領

袖，宣導合作社之特質與優點。 

社間合作 
藉由地方性、全國性、地域性及國際性合作社間的合作，使合作

社對其社員提供最佳服務，並強化合作運動。 
關懷地區社會 合作社經由社員認可的政策，為地區社會的持續發展而努力。 
資料來源：國際合作社聯盟(1995) 
 
3.2 台灣信用合作社的發展 

合作制度是社會大眾的共同需要及共同利益，依照一定理論與原則，而創設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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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自救與互助組織。目前台灣的合作事業概述如下： 
1. 近代的信用合作制度是從德國經由日本傳入台灣，而台灣最早誕生的信用合作社則是

1910年於台北市所創立的「台北信用組合」。 
2. 目前台灣的合作事業是以信用合作、農業合作、消費合作為主流，其中信用合作社的

規模及業務遠比其他各類合作社發達。 
3. 面對金融自由化及商業銀行開放設立，金融機構間之競爭日趨激烈下，中華民國信用

合作社聯合社有感於合作社法及相關法令顯已無法肆應現況，爰極力爭取信用合作社

單獨立法，俾使信用合作社業務及組織體制得以作前瞻性之規劃。一九九三年十一月

九日立法院三讀通過「信用合作社法」，同年十二月三日奉總統令公布施行，有關擴

大業務區域、增加業務項目、准對中小企業法人授信、社員代表人數上限、理監事選

舉事宜及合併改制等事項均已列入條文內容。 
台灣地區信用合作社事業亦係因日據時代中小企業及一般市民資金融通困難、農業

生產經營資金匱乏，當時在台灣的人創設信用合作事業滿足他們資金融通的需要。當時

有的信用合作社是日本人所創設，台灣人以透過爭取參與經營或另立他社來取得金融主

導權。台灣信用合作社如同世界上各國信用合作社一樣，係起源於西歐的德國，是一種

透過集結力量，互助合作，自發、自治、自主的平民金融制度。 
台灣最早的信用合作社，以「台北信用組合」及「基隆信用組合」成立於民國前一、

二年為最早。信用合作的種籽，一經撒佈，即逐漸傳播至中南部及東部地區，諸如新竹、

桃園、豐原、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屏東、淡水、花蓮、台東、澎湖及金門

先後創設。 
這些信用合作社創立至今，分別有八、九十年歷史，歷史相當悠久，期間基於社會

的、經濟的及金融的演變，組織及經營上不斷變革，終能持續成長，卓然屹立。信用合

作社陪著大家走過赤腳上學，提供資金協助老百姓建立家園，經營生意，與大家經歷過

石油危機，經濟景氣循環。直到今天信用合作社仍在台灣的每一角落忠實為台灣人民提

供金融服務。 
 

3.3 近年來信用合作社出現的問題 
台灣的信用合作社在實際經營時，產生許多原則與本質上的問題(徐泓堯，2002)： 

1. 大型的信用合作社隨著政策的改變陸續改制為商業銀行。 
2. 都市的信用合作社遵循自願公開的入社原則，造成業務不斷的擴張，但是擴張的結果

反而喪失了原本為社員服務的本質。 
3. 合作社的高階管理階層長年未有變動，以致新人沒有獲得表現的機會。 
4. 未依據交易額分攤盈餘，全部的盈餘都依股本或紀念品發放。 
5. 政府往往在法令規定與實際經營上給予極大的限制。 
6. 信用合作社與政治勢力糾結不清，損害社員利益亦失去原有的自立定位。 
7. 教育、宣傳及訓練工作皆不足，未能發揮真正的組織認知。 
8. 信用合作社聯合社的組織功能有限，且無實質的監督功能。 

信用合作社因在營業項目上被大幅限制，且相關法令規定年久失修，使其在營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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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上無法迅速擴展，在面對金融風暴時，其防禦力亦相對薄弱。因此，給予一個公平的

競爭平台，以自由開放的態度讓市場機制自己去選擇，而政府單位只需擔任好監督與把

關功能，如此一來，會比再多的金融重建基金，對基層金融業的未來產生更實質的幫助

與效果。 
 

4. 信用合作社治理 

4.1 合作社與公司的經營目標之差異 
當今，台灣的一些合作社，以公司的經營方式，訂定合作社的目標體系。這是錯誤

的。這種錯誤方式，遂令部分合作社的經營者採用公司的基準，來批評合作社正確經營

的作法，雖是荒謬行徑，卻是行之多年矣。合作社與公司的經營目標，至少有四點明顯

的差異。 
1. 合作社的經營總目標，要涵蓋三個層面：即經濟、社會與文化三者並重。而公司以經

濟目標為首要，其他均為次要，或是作為達成主要目標的手段。 
2. 合作社的經營目標，除業務目標、管理目標暨財務目標等，與公司的目標體系，有類

似之外，尚有社務目標：即社員組織與社員活動方面，在合作社的目標體系之內是不

可缺者，而在公司的目標體系中，股東的組織與股東的活動，卻無訂定目標之必要。 
3. 即使同為經濟目標，合作社所追求的經濟目標，不在於為合作社本身牟利，而是服務

社員，讓社員直接或間接得經濟利益。但是，公司均以盈餘的多寡作為經營成果，追

求高度利潤，作為最高目標。在公司，用利潤檢驗經營的成敗，是普遍作法，但用在

合作社，將是大錯特錯。 
4. 研訂目標體系的責任。初期的合作社，其研訂責任全部在於社員，但是隨著業務的繁

雜，以及工作量的繁重之後，逐漸委由選任人員來承擔，接著再由選任人員委由專業

人員來辦理。但無論如何，社員還要保留最重要的一部分權力。也就是，社員隨時可

以參與目標的研訂，即使沒有實際的參與，其意見也應受到尊重。公司方面，除了大

股東之外，一般的小股東根本沒有參與研訂目標的機會。在公司，錢少的人沒有地位。 
總之，合作社與公司是不同型態的企業組織，一為非營利企業，另一為營利企業。

前者以服務為導向，後者卻以賺錢為目的。因此，二者的目標選項，衡量目標的基準，

以及研訂的方法，自不相同，是極其當然之事。 
 
4.2 信用合作社治理之必要性 

台灣信用合作社是依據獨立法規從事社員經濟需求之銀行業務。依信用合作社法第

六條規定：「理事為信用合作社之負責人，經理人、清算人、監管人、監事，在執行職

務範圍內，亦為信用合作社之負責人。」由此可知，信用合作社經營管理上之成敗，上

述負責人皆有其一定的責任範圍，理、監事在信用合作社的業務上分別掌管經營與監督

之責。而穩定的經營與監督之管理階層，固然有其維持社務一貫性的優點，但也造成理

事在一人一票的選舉制度下，為爭取席位而拉攏人脈，形成地方派系對社務的介入，繼

而影響經理人員的任用，在無法唯才適用的情況之下，專業的社務經營亦無法達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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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最大利益的結果。 
依據信用合作社法第二十六條規定：「信用合作社對於主管機關對其業務缺失所為

處分或限令改善事項，應提報理事會及監事會，並作成會議記錄。前項業務缺失事項，

應由理事會及監事會討論具體改善辦法，作成決議，立即執行並由監事追蹤考核。」但

是，目前台灣的信用合作社，卻常常因為主管機關在相關監督法令的落實與執行上的適

法性，使得信用合作社對主管機關的做法產生疑慮，理、監事彼此之間的關係密切，往

往亦無法有效監督。相較於社員的損失，對於其缺失之相關罰責並不重，無法有效地嚇

阻不法事件的發生。因此，就現今法令的規範下，信用合作社在監督管理環節上面臨一

些問題，導致信用合作社與社員均發生損失，亦影響台灣整體金融環境，如此一來，必

然也無法達到信用合作社之經濟與社會目的。 
因此，為促進信用合作社健全經營，並維護信用合作社資產之安全及確保財務、管

理資訊之可靠性及完整性、及遵守相關法令之目標，信用合作社應建立其有效的治理制

度，並應確實執行。然如何解決信用合作社監督管理層面的問題，不僅是政府在維持金

融穩定政策所應重視的問題，也是現有信用合作社亟須思考改進的方向。 
 
4.3 信用合作社治理與公司治理之差異 

合作社是由享受該社服務的一群人所擁有與控制的一種商業組織，這一群人為了彼

此間之共同利益，而提供經費並操作其業務，由於共同之合作，他們才能達成個人力量

所無法獲致之許多目標。如此說來，其與一般的公司並無差異，但其實合作社依其目的、

所有權及利益分配與一般公司有別，逐一說明如下： 
1. 合作社制度是經濟弱勢群體為了避免大資本、中間商的盤剝、維護自身的生存地位，

且以服務成員為目的而創立的自助組織。他們聯合起來，試圖以團體的力量解決個人

無力解決、或解決不好、或個人解決不合算的問題，改善自身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

因此，合作社不賺取其交易對象、服務對象，即合作社成員的錢。而股份公司本質上

是商業資本最大限度地追逐利潤、實現資本增值的產物，其目標是經由賺取交易對象

的錢來實現股東投資的最大回報率。 
2. 合作社和股份公司內部治理從機構安排上並沒有太大的差異，都是全體成員(股東代

表)大會為最高權力機構，理(董)事會為決策機構，而日常的經營管理實行理(董)事會

領導下的經理負責制。但在決策原則上，合作社與股份公司有著本質的不同。合作社

是實行經濟民主制的組織，合作社內部人人平等，成員每人享有平等的表決權，即實

行一人一票制，普通成員的權利得到充分保證，增強了成員參與合作社事務的積極

性、有效地保護了普通成員的基本利益，消除了個別人控制合作社的隱患。而股份公

司實行一股一票制，股東擁有的股份多，其決策權就大，甚至可以實現獨裁，達到其

控股的目的。 
3. 另外，在理事長、理事、執行監事、監事的資格上，合作社是由成員大會從本社成員

中選舉產生，即非成員不可擔任合作社的理事、監事。這與股份公司廣泛聘請外部獨

立董事制度不同，因為合作社認為非成員理事不能代表成員的利益。 
綜合上述，合作社組織是一個以人為基礎的利益結合團體，其目標具理想，也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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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社會的人民去達成。本研究茲將合作社與一般公司之差異點，整理如表 3 所示。 
 

表 3 合作社與公司的治理主要區別對照表 
類別 

事項 合作社治理 公司治理 

目的 服務社員與關懷社區 營利 
策略 遵守合作的價值與原則 金錢掛帥，贏為策略 

權責 社員、社員大會、理事會、監事
會、社務會及經理等負責 

主要由董事會與經理負責，實際上，往
往另有其人 

治理方式 一人一權(票)，實質的選舉與會
議，典型的民主治理 

一股一權(票)股權決定治理權，常是寡
頭治理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 結論與建議 

就企業監理執行層面來看，一個健全的公司管控體制至少包含三個要素：資訊的完

全揭露、公平性的確保與經營者責任體制的建立。一個公司尚且如此重視民主，更何況

一向標榜民主參與的合作社，對社員資訊的公開與透明更是責無旁貸。合作社是社員共

同當家作主的社會經濟企業所經營的業務，係以服務社員為主，但不以社員為限，並且

不以營利為經營目的，而廣及經濟、社會、文化及自然環境維護等，絕非汲汲於私益的

營利企業，而是公私兼顧的社會經濟組織。而治理即是經營的源頭，決定整個合作社的

成敗，對其運作與成效應該經常檢視，如發現異常現象時，即是治理危機的警訊，須要

究明真相，速謀改善。 
因此，合作社的治理須有更具體的措施，方能讓合作社的經營更臻完善。以下為本

研究針對合作社治理的發展方向提出六點建議： 
1. 理監事會的功能 

在理監事的專業性方面，本研究建議信用合作社需有一定比例之理監事的學經歷應

符合專業。現行財政部對信合社之專業理事要求，在條件上應再放寬，並增加人數比例，

以便讓更多的專業人才得以加入理監事會，發揮其應有功能。Pozen(2010)在哈佛商業評

論中也針對公司專業董事引進董事會發表其論點，他建議董事會最適合的人數為七人，

管理階層由執行長代表，另外六名董事為獨立人士，意即專業董事，大多數的專業董必

須具備和公司業務相關的豐富專業知識，並且每月花在公司事務上的時間至少要有兩

天。在理監事的獨立性方面，本研究建議，信用合作社應妥善地建立制度，包括員工績

效的認定標準、稽核部門的考核標準，需制度化並確實執行，以確立理監事之獨立性。 
再者，公司之董事會和合作社之理事會功能大致相同，皆需規劃合作社未來發展之

策略。因此，建議合作社的理事會成員縮小規模至七人，並且增加其專業理事的比例，

期使合作社之經營更具效率。 

2. 資訊透明度 
近年來，財政部對信用合作社之財務報表要求需經會計師簽證，其可信度大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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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使得經營者在公司政策制定與執行上更加謹慎。此外，公司經營者與會計部門、稽

核部門的是否忠實地呈現事實真相，亦是關係到資訊揭露與透明度的重要因素。導入現

行對於企業體的各項指標來對合作社進行審核，也可以增加社會上對於合作社的透明

度，像是美國的在2002年提出的《沙賓法案》與金融危機後提出的金融改革法案，都對

公司的董事會及相關數據指標提出規定，也可以導入國內對公司的相關規定來測試合作

社的體質，當然國內外許多的測驗指標都是針對公司體系去做設計，合作社的治理方式

與組織目標皆與公司不同，因此可以針對幾項指標去做修正，也可以加入幾項指標來評

斷合作社的治理績效，增加社會大眾對於合作社的評價與了解。 

3. 激勵制度 
以現行理監事薪資結構，就信合社理監事而言，期望其投入足夠時間於公司業務是

不太可能的(駐社理事主席除外)。因此，建立合理的理監事薪酬制度，將有利於健全理

監事功能。增訂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酬金制度，且應配合績效考核及考量未來風險並

加強資訊揭露，是解決代理問題的方法之一。建議將理事與經理的人薪酬制度與其創造

之長期價值連結，而非僅重視短期績效，且需延長評估經理人績效的時間，例如可以設

定三年期的績效考核，每年做階段性的審查。 

4. 內部控制制度 
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制度是信合社最弱的一環，常為了節省人事開銷，而精簡稽核

部門人員，故其所能發揮的功能有限。此外，稽核部門對業務單位之稽核多採例行性作

業，在事先告知的情形下，不易發掘出問題，且對單位之稽核意見，多未能施以一定罰

則與宣導，致使同樣問題，經常在不同部門間重複出現，失去稽核的規範作用。因此，

應有效地建立與落實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制度。 

5. 社員權利 
合作社乃是由社員所組成，並以民主方式進行管理之組織，故社員權利應充分予以

保障。合作社應確保社員能定期取得該社相關資訊、出席社員大會、投票、選舉理監事、

股息分配…等權利。社員應有權參與並被充分告知有關合作社之重大決策，且任何社員

的權利被侵犯時，應有機會得到有效賠償與救濟。 
此外，合作社的所有社員務必親自參與社務，以禁絕人頭社員之陋習，杜絕理事長、

或總幹事改選，採取罐頭式投票。應以公平、公正、公開的方式共同來經營合作社，才

能實現合作社經營的初衷。 

6. 社會責任 
合作社是一種人民自助互助的自主運作組織，由成員所擁有的企業。其將成員有限

的資源聚集在一起，幫助成員降低成本、提高生活品質、創造收入和就業，並公平分享

利潤、共擔風險，以尋求及促進個人單獨行動難以實現的經濟及社會福利。合作社亦應

重視社會責任議題與社區發展的核心價值觀及原則，並建立信合社的正面形象，以擺脫

社會刻板印象。此外，重視員工未來的發展性及增進社會融合和社區凝聚力亦是很重要

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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